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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新支持与员工创新行为 

王博林
1
 

(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11) 

【摘 要】：通过引入创造性工作投入和创新自我效能感两个中介变量，研究其在组织创新支持与个体创新行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在 336 份员工—主管配对问卷的基础上，运用 SEM 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bootstrap 方法对概念模

型进行假设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自员工的创新期望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并且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这

一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工作投入在组织创新支持员工创新行为中起到了积极作

用。 

【关键词】：组织创新支持 创新行为 创造性工作投入 

一、引言 

获取、吸收、消化和运用各种信息和知识以促进产品创新或服务创新是企业创新的实质 1。如何提升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

激发他们的创新行为成为当前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员工的创新行为是指组织中的个体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将创

造性想法运用于工作场所实践的过程②。已有相关文献研究了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如组织氛围会影响组织中

员工的创新行为③,而员工个体特征与其所在的组织情境或企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会作用于员工的创新行为④。从员工心理

认知因素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领导的授权行为能够激发个体的创新行为⑤,同时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及其对自我创新角色

的认同感都会积极作用于其创新行为(1)。从员工行为和人格视角开展的研究发现，具有神经质人格特征会负向影响个体的创新行

为(2),而员工具备创造性工作投入和自我领导的特征能够激励自身的创新行为(3)。 

首先，现有研究对于影响个体创新行为的因素忽视了其中间存在的中介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即前因变量的作用

可能需要通过多个中介变量传递到创新行为。其次，虽然众多学者探讨了工作环境中的关系因素(如员工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和

氛围因素(如组织对创新活动支持的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但缺乏从员工与同事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组织对创新活动

的支持力度这两个方面来系统探究其对于个体创新行为具有何种影响。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拓展已有文献

对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有助于企业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方案，以尽可能调动员工的创新行为。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背景 

员工在组织中的创新行为不仅受到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组织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改变了员工的心理认

知，员工创新的态度、方式以及绩效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变(4)。具体来说，社会互动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来源于社会互动，通过

角色扮演和接收角色扮演给予的反馈，就会逐渐构成自我意识。与社会互动理论密切相关的角色理论认为，人在社会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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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社会角色期望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根据他人的角色期望以及个体学习角色产生角色认同，然后进行角色扮演。因

此，同事或上级的期望能有效激励员工按照期望工作，努力获得相应的工作成果(5)。同时，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个体在组织中的

工作行为由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决定
(6)
。除此之外，自我调节理论认为个体为了达到某个目标，会整合关键性的动机变量，并自

我生成调节思想、情感和行为。这种自我激励的过程会改变员工所处的外部环境，同时，个体的创新行为也会依据组织的外部

环境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员工自身的调节与反思也会受到这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个体感知周围环境支持或期待自身的创

新工作，就会通过自我调节，产生强大的意志力，并积极投入创造性工作。已有研究指出，积极投入到各种创造性的活动之中

有助于员工积累创新活动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7)。 

(二)研究假设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日渐成为众多企业抵抗外部风险以及获得竞争优势

的重要途径(8)。组织创新支持是指员工对所在组织支持创新性或创造性活动的感知水平(9)。企业不断增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

例如增加研发投入，选送优秀人员赴海外学习等，有助于营造全员创新的组织氛围，并逐渐形成崇尚创新工作方式的组织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当员工察觉到企业对创新活动日益提升的重视程度时，会逐渐摆脱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并开始为改善工作方

式、流程、效果付出努力。换句话说，组织对于创新意识和行为的珍视可以激发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创新行为。法玛尔(Farmer)

的研究表明，个体对创新活动重要性的感知正向调节创新角色认同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1:同事创新期望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 

假设 2:组织创新支持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 

已有文献还表明，个体的创新行为还受到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10)。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针对工作创新任务完成

而具有的积极态度，同时也是对于自身具备创新能力的肯定(11)。一方面，创新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决定了员工面对创新活动的态

度和行为。具备高水平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乐于接受挑战性工作任务，并且能够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激发出创新热情和行为。

反之，低水平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倾向于回避创新性工作活动，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具备完成这种工作任务的能力。因此，

本研究假设当个体具备较高水平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他们更有可能积极投入到企业的各项创造性工作之中，同时激发出更多的

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当员工感知到同事创新期望时，会认为这是对自身创新能力的一种肯定。根据自我调节理论，社会认知研究者

认为，外部环境是组织中员工实施预测、操纵或意志控制以及自我反思的资源
(12)
。员工在同事鼓舞和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将会

加强组织中个体对自我创新的实施，并对开展创新活动有持久的信念。对于自身创造性能力的积极预测即创新自我效能感。源

于同事对自身具有创新能力的期望将有效提高员工的自我创新效能感，这进一步激发了员工对于完成创新性工作任务和解决工

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信心和斗志，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蒂尔尼(Tierney)和法玛尔(Farmer)的纵贯研究发现，员工感知的创

新期望与完成创造性任务的信心关系显著相关(13)。不仅如此，崇尚创新的组织氛围和激励创造的组织支持，有助于削减员工对

自身创新行为可能引发的工作风险及不被认可的顾虑。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3a:同事对员工创新活动的期望正向影响员工自身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假设 3b:组织对创新活动的支持正向影响员工自身的创新效能感。 

创新行为不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经验，同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面对企业日益增多的创新需求，个人的智慧和能

力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往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创造性工作投入是指个体在组织中，

面对新问题时能自主并有效地进行信息搜寻、新流程和新方法的学习，并通过个体的创造性过程投入可以极大地促进个体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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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为(14)。 

进一步分析发现，员工积极投入到各种创造性工作中的行为，不仅印证了同事心目中为其设立的积极、勤奋和好学的角色

定位，同时也不断积累了各种工作知识和应用能力，为解决其他未来将会面临的创新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无论是出于对自身“面

子”的考虑，还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竞争力，员工感知的创新期望有助于其在日常的创造性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为了在企业所关注和重视的创新活动中有更好的表现，员工会有意识地在日常工作中积累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从而进

一步提升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行为。同时，个体在较高创新自我效能感水平下，将更有可能增加自身在日常创造性工作中的投入。

因为对自身从事创新性工作的自信，能够激发出员工更多的主动学习行为，并将创造性工作活动视为日常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1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自身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设 4b:员工的创造性工作投入对自身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假设同事的创新期望和组织创新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直接影响，根据自我调节理论，组织中来自同事的

创新期望以及组织的创新支持促使员工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在创造性工作投入的影响下对创新行为产生作用。具体而言，根

据自我调节理论，社会外部的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内部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对外部社会的认知。当个体感知到来自同事的创新期

望时，个体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运用得到提升，同时，在这种经过强化后的创新自我效能干的作用下，个体产生强烈的付诸创新

行为的意愿。 

与此同时，由于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其创造性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本文提出两条双重中介路径。其一，同事对员工

创新活动的期望将通过提升员工自身的创新效能感，从而激励员工开展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创造性工作，进而激发员工的(具体)

创新行为。其二，员工的创新活动是由员工的创造力来推动的，而员工的创造力又促进了员工的创新活动。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5a: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同事对员工的创新期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假设 5b:员工对创造性工作的投入在同事对员工的创新期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假设 5c:员工自身的创新效能感及其对创造性工作的投入在同事对员工创新期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链式

中介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结构 

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实证分析所需数据，首先在 2019 年选取 75 名湖南部分企业的员工进行了问卷预测试。在信度分析和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修改了部分因子载荷较低的题项，以保障正式问卷的有效性。正式问卷调查在 2020 年开展，历时 3

个月，向来自湖南、浙江、广东、辽宁等企业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收集到具有较高有效性的样本336份。

样本数据的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样本结构 

名称 类别 数量(人) 百分比 名称 类别 数量(人)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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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168 50% 

婚姻 

未婚 137 40.8% 

女 168 50% 已婚 199 59.2% 

工龄 

3年以下 229 68.2% 

年龄 

25 岁及以下 88 26.2% 

3～5年 62 18.5% 26～35岁 229 68.2% 

5～10 年 33 9.8% 36～45岁 17 5.0% 

10 年以上 12 3.5% 46～55岁 2 0.6% 

学历 

中专及同等学历 4 1.2% 

职位 

一线工作人员 173 51.5% 

大专及同等学历 27 8.0% 基层管理人员 135 40.2% 

本科及同等学历 151 44.9% 中层管理人员 27 8.0% 

硕士、博士及同等学历 154 45.8% 高级管理人员 1 0.3% 

 

(二)变量测量方法 

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本文所有潜变量的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国外成熟量表。根据丘吉尔(Churchill)和布里林(Brislin)在

跨文化语境下使用量表的方法(16),本研究的量表翻译和回译工作由相关领域的4位博士生与两位国外大学的教授共同完成。同时，

本研究所有量表都基于前侧的结果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与完善，从而较好地提升了测度工具的面效度。此外，为了尽可能降低共

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实证分析结果的干扰，在问卷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要求员工的直属领导或部门负责人依据对应的量表来对员

工的创新行为进行评价，而诸如同时对员工创新活动的期望等量表则由员工进行填写。 

1.同事创新期望 

同事创新期望测量的 6 个指标主要依据法玛尔(Farmer)(17)使用的量表。根据塔巴奇尼卡(Tabachnica)和菲德尔(Fidell)的

建议(18),我们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 的两个题项，以确保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删除项目后，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达

到 0.80,表明问卷具有很好的信度。该构念基于李克特 7 级量表进行测度，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

量表中的典型题项包括“我认为自己在同事心目中是一位想象力丰富、创新能力强的员工”。 

2.组织创新支持 

测量组织创新支持的 4 个题项主要参考法玛尔(Farmer)和阿马比尔(Amabile)(19)使用的量表。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

结果，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显著且超过 0.9,证明采用此量表的聚敛效度较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96,证明问

卷的信度水平也较好。该构念同样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进行测度，得分越高意味着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对创新活动支持的力度

越大。典型题项包括“我所在企业的高层领导支持各种富有创造性或创新性的工作”。 

3.创新自我效能感 

根据卡尔梅利(Carmeli)和朔布洛克(Schaubroeck)(20)等人的研究编制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 8题项量表。根据该量表的 CFA

分析结果，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显著且超过 0.7,意味着该量表具有较高的聚敛效度，该量表的 Cronbach’sα 的系数接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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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达到 0.95的水平，说明本研究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测度具有很好的信度。与上述构念类似，该构念同样采用李克特 7级量

表，得分越高表明员工具有更高的创新效能感。量表中包含的典型题项为“对于大部分的工作，我都能用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完

成”。 

4.创造性工作投入 

本研究在对巴托尔(Bartol)的量表进行适度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来对样本企业员工的创造性工作投入进行测度(21)。CFA 的结果

表明，修正后的量表具有很好的聚敛效度(题项最低因子载荷>0.7)。而 0.95 的 Cronbach’sα系数则说明该量表同样具有很好

的信度。与前述构念的测度方法类似，该构念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得分越高意味着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看展创造性工作活动。量表中的题项包括“我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去弄清楚我遇到问题的性质，追根究底”。对于相关题项

例如“我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去弄清楚我遇到的问题的性质，追根究底”,问卷量表均使用李克特 7 点结构进行测量，1 表示“非

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5.员工创新行为 

测量员工创新行为的 6 个题项来自于斯科特(Scott)和布鲁斯(Bruce)使用的量表(22)。基于样本数据的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

很好的汇聚效度(CFA题项因子载荷>0.7)和信度(Cronbach’sα系数=0.93)。与前述构念的测度方法类似，该构念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得分越高意味着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存在更多或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行为。量表中的题项包括“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该

员工会主动搜寻新方法、新技术、新流程或新的产品设计或生产思路”。 

本研究通过控制员工的学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位、工龄等因素来尽可能降低个体差异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 

表 2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 

变量 χ
2
/df CFI TLI RMSEA SRMR 

创新自我效能感 2.09 0.99 0.98 0.057 0.016 

同事创新期望 3.49 0.98 0.93 0.081 0.033 

组织创新支持 1.20 0.99 0.99 0.025 0.004 

创造性工作投入 2.51 0.97 0.96 0.067 0.028 

创新行为 2.14 0.99 0.98 0.059 0.017 

 

表 2所示的各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拟合指标进一步表明，本研究所使用问卷与数据的拟合水平符合实证研究的要求。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测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测量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文遵循安德森(Anderson)的方法(23),将假设的测量模型与可能存在

的 5 种竞争模型进行嵌套模型分析，通过检验测量模型与各竞争模型之间的差异卡方值及其显著性并结合拟合参数值来判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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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模型。结果表明，测量模型与各竞争模型之间的差异卡方值均显著且模型拟合参数皆优于各竞争模型，说明问卷具有理想的

区分效度。此外，一因子模型的低拟合度说明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干扰的程度很低。 

表 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创新自我效能感 4.86 0.91 (0.95) 
    

2.同事创新期望 4.38 0.86 0.62
**
 (0.80) 

   

3.组织创新支持 4.68 1.25 0.53** 0.43** (0.96) 
  

4.创造性工作投入 4.66 1.08 0.46** 0.48** 0.28** (0.95) 
 

5.创新行为 3.86 1.26 0.44** 0.53** 0.27** 0.59** (0.93) 

 

表 3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为假设检验提供了部分支持。 

(二)结构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因子法(24)对题项进行打包处理后，运用 Mplus6.12对 336 份有效问卷进行 SEM模型分析，其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结构模型估计结果(25) 

注：*p<0.05(双尾);**p<0.01(双尾)。 

结构模型各项拟合参数(χ2(138,336)=325.74,p<0.001,CFI=0.96,TLI=0.95,RMSEA=0.064,SRMR=0.065)表明模型整体与实

证数据拟合情况理想。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事创新期望对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4,p<0.01),假设 1得到支持；然而，

组织创新支持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较弱且不显著(β=-0.03,p=0.614),因此假设 2没有得到支持。与此同时，创新性自我效能对创

新行为的影响较弱且不显著(β=-0.001,p=0.984),假设 4a 未能得到支持，而创造性工作投入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46,p<0.01),因而假设 4b 得到支持。图 1 的估计结果同时表明，同事的创新期望与组织创新支持均正向促进员工的创新

自我效能感(分别为β=0.54,p<0.01和β=0.27,p<0.01),因此假设3b得到支持。当考察员工创造性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时发现，

除了组织创新支持(β=-0.02,p=0.758)外，同事创新期望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均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别为β=0.39,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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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β=0.22,p<0.05),因此假设 4b得到部分支持。 

由于假设 5 的检验涉及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同时为了降低传统中介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根据吴艳、温忠麟等人

的方法，通过 Mplus 进行 2000 次(26)Bootstrap 抽样以计算中介效应在 95%置信区间。若 95%置信区间(CI)中不包含 0值，则说明

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27)。中介效应检验如表 4所示。 

表 4基于 Bootstrapping 参数自助法的变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偏差校正的 95%置信区间 

估计值 下限 上限 

同事创新期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总体中介效应水平 0.24** 0.18 0.59 

不同路径的具体中介效应水平 
   

同事创新期望→创新自我效能→员工创新行为 -0.001 -0.12 0.13 

同事创新期望→创造性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 0.18** 0.13 0.49 

同事创新期望→创新自我效能感→创造性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 0.06# 0.001 0.19 

组织创新支持对创新行为的总体中介效应水平 0.02 -0.05 0.09 

不同路径的具体中介效应 
   

组织创新支持→创新自我效能→员工创新行为 0.00 -0.04 0.04 

组织创新支持→创造性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 -0.01 -0.08 0.05 

组织创新支持→创新自我效能感→创造性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 0.03# 0.002 0.06 

 

由表 4可知，同事创新期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总的效应为 0.575(p<0.001)(28),中间的直接效应为 0.337(p<0.001),创新自我

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为 0.238(p<0.001)。这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同事创新期望和员工的创新行为中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表 4

可知，其理论模型包含两条中介路径，其中员工创造性工作投入作为单一的中介变量，员工的自我创新效能感和创造性工作投

入作为双重中介变量。另一方面，由于组织创新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总效应仅为-0.015(p=0.818)且不显著，其对于员工创新

行为的积极效应必须通过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工作投入的双重中介，方才有效(置信区间=0.002,0.06)。这说明组织对

创新活动的重视和支持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被员工创新自我效能和投入创造性工作完全中介。因此，假设5a没有得到支

持，假设 5b得到部分支持，假设 5c得到支持。 

五、讨论与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行为会受到同事的创新期望与个体的创造性过程投入的影响，同时也有力地验证了个体

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将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过程投入作为双重中介变量，在传递同事

创新期望和组织创新支持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一)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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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证实了在激励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罗森塔尔效应。同时，支持了卡尔梅利(Carmeli)、朔布洛克

(Schaubroeck)和法玛尔(Farmer)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同事创新期望不仅会影响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行为，还能显著影响

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工作投入，在研究基础上揭示了员工创新行为如何受同事创新期望影响的“黑箱”。其次，本

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支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企业越来越强调创新对于发展的重要性，

但暂时未能将意识上的重视转换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实际支持，导致难以直接积极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最后，实证结果不支

持员工自我创新效能感对于创新行为的显著影响，但支持其对于提高员工创造性工作投入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员工自我创新效

能感对于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可能被创造性工作投入完全中介。该结果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二)实践意义 

基于研究发现和理论思考，为企业提出相关实践建议。第一，组织应当向员工传递创新意识，以及运用头脑风暴、主题演

讲和技能竞赛等方式，让员工感受到来自领导和同事积极的创新期望，这能有效激发员工创意和创新行为。第二，企业对于创

新的支持力度需要首先增强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促使员工投入到创造性工作中，进而刺激员工产生创新行为。因此，

企业可以采取技能培训、支持员工继续深造等方式体现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支持，进而增强其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第

三，组织可以提供更多服务于员工创造性投入的便利设施，促进员工付出更多的努力用于创新。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使用的横截面数据可能削减了模型中介效应的因果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不同的时间节点，以多次发放问卷的

方式获取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因变量的数据，来更好地解释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员工的创

新行为也会受到个体性别和员工学历水平的影响(见图 1)。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相关调节变量来分析其他个体特征是否会

影响本文提出的模型。更为关键的是，考虑到领导和同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具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未来对于纵向和横

向同事关系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将非常有利于探讨中国本土企业员工激励与西方国家企业实践的差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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